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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往往被列入「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之林，國家機關（state）在強人威權與專業技術官僚（technocracy）

領導下，帶動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這些專業技術官僚得以躍升舞台，實有

其錯綜複雜的思想／歷史過程。本文取觀念脈絡（ideas in context）之研究

手法，論證專業技術官僚的面世，特別與孫中山構思權能區分主張「專家

政治」之論述，密不可分，同時也得到知識界的呼應。專業技術官僚的角

色，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臺海兩岸，始終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專家政

治」和「民主實踐」之間，衝突矛盾，張力無窮；歷時既久，後繼者則無

所措意。藉由整體歷史的脈絡進行觀察，對孫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遺產，

應可提出更恰當的認識。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Sun Yat-sen’s (1866-1925) followers articulate his 

discourse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ability. In Sun’s views, the 

power over the government indicates that the great power is entirely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People possess a full degree of sovereignty and are able to directly 

control the affairs of state. The power of governance, correspondingly, is in the 

hands of the government organs. The organs are powerful and are able to manage 

all nation’s business. Sun’s discourse can be examined in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the failure in modern democracy. Sun’s followers, however, neglect his 

concern about democratic procedures. Instead, they emphasize the great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organs and interpret it as techn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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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張知本（1881-1976）在二十世紀中國憲政史上的地位，眾所公認；1

然而，仔細清理他的「憲政想像」（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2孫中山

（1866-1925）的學說，其實是張知本的「思想資源」。在張知本看來，

「五權憲法」是孫中山「在政治學說上一個偉大的發明」，其根本精神為

「對於一國的政治，把『權』與『能』分開」，使人民有「權」，「一切

政治的設施，都要以全國人民的意志為依歸，而政府不敢專制獨斷」，故

謂之「全民政治」；孫又主張政府有「能」，「則治理政事的人，便非政

治專家不行」，故謂之「專家政治」。張知本本乎「專家政治」之意，更

抒發「個人獨創的見解」，認為「軍人的技能是戰術」，要軍人當大總

統，便是使之「棄其所『能』，而強為其所不『能』，結果便是一無所

『能』」，因此，他主張憲法應該規定「軍人非退職三年後，不得當選為

大總統」。3張知本立基於孫中山學說開展的這等「憲政想像」，意義所

在，是否引發迴響論爭，並不重要；反倒是他詮釋孫中山的學說，襲用諸

如「權能區分」和「專家政治」等等概念，卻是義蘊豐厚，畢竟，返觀孫

中山的論說文本，他確曾使用過「五權憲法」和「全民政治」這兩個辭

                                                 
1  張知本與二十世紀中國憲政史之關係，以中村元哉之研究為精要：中村元哉：〈中華民 

   国憲法制定史にみる自由‧人権とナショナリズム——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 

   ，《近きに在りて》，第 53 號（2008 年 5 月），頁 16-28、中村元哉：〈国民党「党治 

   」下の憲法制定活動——張知本と呉経熊の自由‧権利論——〉，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 

   究所（編）：《中華民国の模索と苦境 1928-1949》（東京：中央大學出版部，2010 年 

   ），頁 43-80、中村元哉：〈相反する日本憲政観——美濃部達吉と張知本を中心に〉 

   ，收入劉傑、川島真（編）：《対立と共存の歴史認識：日中関係 150 年》（東京：東 

   京大學出版會，2013 年），頁 171-190、中村元哉：〈世界の憲政潮流と中華民国憲法 

   ——張知本の憲法論を中心に〉，收入村田雄二郎（編）：《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 

   （東京：有志舍，2011年），頁 225-244。 

2  憲政想像，意指憲法在為什麼會構成現代政治權威之泉源的脈絡裡，吾人對於思想、文 

   本與行動之間的多重交錯關係，究竟如何認知的方式，從而成就了某個現代政治共同體 

   的憲法，也使得憲法文本得以擁有「創造世界」（world-making）的力量，參照 Martin  

Loughlin, “The Constitutional Imagination,”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 78, Iss. 1 (Jan.,  

2015), pp. 1-25. 

3  張知本：〈憲法問題：怎樣才是五權憲法〉，《東方雜誌》，第 31卷第 8期（1934年 4 

   月），頁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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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4「權能區分」和「專家政治」卻不是他本人使用過的概念。5相對

的，即以「專家政治」一辭而言，6那已然是中國知識界同識共曉的「規

範詞彙」（the normative vocabulary）；7如羅隆基（1896-1965）早在1929

年就倡言「只有專家政治，纔能挽救現在的中國」，8筆鋒所指，其實乃

是方始建立黨國訓政體制的國民黨政府。9即使用心方向和羅隆基有如

「南轅北轍」，張知本詮釋孫中山的遣辭用語，卻是與時代思潮合拍同

調。 

 這樣說來，在當時的思想氣候裡，即便各種政治力量，各方有心之

                                                 
4  「五權憲法」，如孫中山：〈五權憲法（1921 年 3 月 20 日）〉，《國父全集》（臺北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3年），第 2冊，頁 412；「全民政治」，如：「〔…… 

   〕人民能夠實行四個民權，才叫做全民政治〔……〕」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 

   1924 年 4 月 26 日）〉，《三民主義》，收入《國父全集》，第 1 冊，頁 151；一般僅 

   就孫中山自身的文本，討論孫中山的研究，也大抵懷持同樣的觀點，進而敷衍成文，如 

   謂：「〔……〕『權能區分』說乃孫中山先生為解決民主政治的困難，所提出來一套很 

   妥當的安排，其核心價值就在一賦予人民四個政權，以濟代議政體的不足〔……〕成為 

   直接民權、實現全民政治理想。〔……〕在發揮政府效能上，改變歐美民主政治，政府 

   權力分權制衡的矛盾做法〔……〕考試監察二權的獨立運作，更是實現專家政治、萬能 

   政府所特別的安排，讓『權能區分』成為踏實可行的學理〔……〕」，見謝居福：〈孫 

   中山「權能區分」說研究〉，《臺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第 7 期（2008 年 4 

   月），頁 316。（餘例不詳舉） 

5  茲舉原文一例：「〔……〕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該要 

   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 

   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 

   付之於有能的專門家〔……〕」見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 年 4 月 20 日 

   ）〉，《三民主義》，頁 136。 

6  研究討論中國「專家政治」的成果，以鄧麗蘭之研究為精要，參見氏著：《域外觀念與 

   本土政制變遷：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的政制設計與參政》（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出版社，2003年），餘例不詳舉。 

7  「規範詞彙」借用自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的表述，參見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x-xi.（當然，昆廷‧斯金納提出「規範詞彙」的論說與他的思想史方法論，密 

   切相關，本文不詳述）。 

8  羅隆基：〈專家政治〉，《新月》，第 2 卷第 2 號（1929 年 4 月 10 日），後收入《人 

   權論集》（上海：新月書店，1930 年），頁 169-184；按，是期《新月》實際出版日衍 

   期，因同期刊有胡適〈人權與約法〉一文，撰述時間為 1929 年 5 月 6 日，參見曹伯言 

   （整理）：《胡適日記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第 5 冊，頁 

   581。再者，羅隆基〈專家政治〉一文收入《人權論集》之版本，與《新月》原刊版本， 

   略有出入；本文引用時，據引文需要，註明出入所在。 

9  參考劉志強：《中國現代人權論戰：羅隆基人權理論構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9年）。 



孫中山與中國現代性：「專家政治」和「民主實踐」的思想張力             119 

v 

士，對中國未來的前景所向，出路所趨，自有認知，各有期待，莫衷一

是；彼此之間的理念交鋒，匯聚而成的意識形態戰爭，根本上都在這些

「規範詞彙」開拓的思想空間裡，相互衝激。然而，「專家政治」這個概

念之理論與實踐，在當時的場景裡，即令眾說紛紜，同爭共競；群聲並唱

之際，竟爾成為「公民認識論」（civic epistemology）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10歷時既久，傳承繁衍，「專家政治」這個概念之理論與實踐，竟至

「概念延展」（ conceptual stretching）之局， 11諸如專業技術官僚

（technocracy）、「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概念，已然

成為詮釋理解歷史的概念工具，不證自明。12就現實言之，當下臺灣海峽

兩岸對峙之局，曾無已時；身受專業（科技）技術教育者，大量躍升領導

階層，專業技術官僚掌握國政權力，卻是共同現象，至今依然。13因此，

                                                 
10  Sheila Jasanoff 以「公民認識論」這個辭彙來表達那些在特定文化裡，基於政治和歷史 

    而產生的公眾知識方式，並透過一套制度化的實踐，用以測試與布導那些將成為集體選 

    擇的知識訴求（knowledge claims），見 Sheila Jasanoff, Designs on Nature: Science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49, 255. 

11  「概念延展」借用自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表述，參見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Dec., 1970), pp. 1033-1053；當然，薩托利提出「概念延展」的論說，與比較政治學的 

概念研究形成之方法論，密切相關，亦引發後繼者之批判，本文不詳述。 

12  瞿宛文：〈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臺灣社會研究季 

    刊》，第 84 期（2011 年 9 月），頁 243-288。William C. Kirby, “Engineering China:  

    Birth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1928-1937,” in Wen-hsin Yeh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37-160. J. Megan Greene,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Science 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Robert  

Ash and J. Megan Greene (eds.), Taiwan in the 21st Century: Aspects and Limitations of a  

Development Mode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Yongmou Liu 劉永謀,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1927-1949,” Technology in Society, Vol. 43 

(Nov., 2015), pp. 75-85. 

13  張國暉：〈國族渴望的巨靈——臺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國家發展研究》， 

    第 12 卷第 2 期（2013 年 6 月），頁 73-132、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 

    與權力轉移，1978-2010》（臺北：五南圖書，2010 年），頁 38-43（當然，如其所 

    述，取技術專家治國之途徑研究中共政治，也存在爭論，本文不詳述）、Li Cheng and  

    Lynn White, “Elite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 Chang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mpirical Data and the Theory of Technocracy,” China Quarterly, Vol. 121 (Mar., 1990), pp.  

    1-35. Li Cheng and Lynn T. White III, “China’s Technocratic Movement and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 Modern China, Vol. 17, No. 3 (July, 1991), pp. 342-388.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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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超脫既定的歷史認識框架，放寬視野，不以一九四九年為限，14

掌握現代中國／臺灣整體歷史的脈絡，才能更為恰當的理解孫中山的思想

世界及其遺產。15 

貳、 國民黨人對「專家政治」的詮解 

留學日本，爾後回臺灣擔任過國民黨黨史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務的陳

鵬仁（1930-），翻譯日本學界研究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及現代史的成果

而蜚聲於世，卻也因為職務的關係，必須扮演孫中山的詮釋者的角色，如

他聲言，孫中山的「民權主義之民主政治是全民政治與專家政治，而不是

歐洲民主政治的代議政治與階級政治」；16基本論調，和當年張知本的闡

述，沒有太大的差距。 

 其實，早在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的國民黨陣營裡，鳴唱同樣音符

者，比比皆是，他們注疏申論黨國的意識形態，好似充當了「文化御林

軍」的角色。 

 以國民黨自身創辦的刊物言之。廣州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出版的《前鋒

週刊》，即有如生平事跡尚待考索的陳玄夫詮解「專家政治」的意義，即

使他未曾特別引據孫中山的言論，全以西方國家致意於「專家政治」，因

                                                 
14  西村成雄：〈歷史連續性與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二十一世紀》，第 50 期（1998 

    年 12 月），頁 39-46。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4 (July, 1990), pp. 121-141. William C. Kirby, “Engineers and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a,” in William P. Alford, William Kirby and Kenneth Winston (eds.), 

Prospects for the Professions in Chin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p. 283-314. 

（當然，西村成雄與 William C. Kirby 舉證的面向各有側重，前者強調以創建國民國家 

[nation state]為目標是貫穿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空間的深層底流；後者則注意工程師／ 

專業技術官僚的角色和地位）。 

15  如瞿宛文：〈臺灣經濟奇蹟的中國背景——超克分斷體制經濟史的盲點〉、張國暉： 

    〈國族渴望的巨靈——臺灣科技官僚治理的中國脈絡〉與 Greene, The Origin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Taiwan; Yongmou Liu, “American Technocracy and Chinese  

Respon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Expert Politics in the Period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等前行研究，都未注意孫中山學說的相關思想面向。 

16  陳鵬仁：《孫中山先生思想初探》（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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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領先於其他國家為理據，倡言： 

我們要非專家的政治領袖政治，把瑣細的事體交給專家處理，而

自己則專注其結果的優劣。這樣一個有魄力有見解的政治領袖，

就可以產生很好的效果了。17 

以國民黨體制的成員言之。像是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代論壇上本

來居有一席之地，對「五四」新文化運動著有貢獻的高一涵（1885-

1968），18當時擔任國民黨政府監察委員，19倡言現代政治「變成專家政

治」之必然，以「政治專門化」、「政治技術化」做為「今日政治的標

語」，仍復引據孫中山「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

是政治」與「國家，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

有能的專門家」等等述說。20擔任過立法院代理院長的邵元冲（1890-

1936），則說孫中山主張「政府要有能」，那麼，「要使政府方面有能，

就要使政府方面任何服務人員都有能」，所以「主張專家政治」，理所當

然。21在臺灣擔任過立法委員的楊幼炯（1901？-1973），早年既以撰述

《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政黨史》等專著而知名（兩者俱有日譯

本），也是孫中山思想的詮釋者，如當孫中山百歲誕辰時，他便有《國父

的政治學說》之作，22同樣也申論孫中山「權能分開的學說，就在實現專

家政治」，呼籲「今後政治的革新，是以實現『專家政治』為旨歸」。23

擔任過臺灣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擔任期間：1962-1972）並長期出

                                                 
17  陳玄夫：〈論專家政治（上篇）〉，《前鋒雜誌》，第 11 期（1929 年 9 月 23 日）， 

    頁 16-20。 

18  參考吳漢全：《高一涵五四時期的政治思想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 年 

    ）。 

19  高一涵於 1931年 2月 16日獲命擔任監察委員，見高大同（編著）：《高一涵先生年譜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1 年），頁 96。彭勃（主編）：《中華監察執紀執法 

    大典》，第 2卷（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頁 869。 

20  高一涵：〈專家政治〉，《（上海法政學院）法政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33 年） 

    ，頁 1-8。 

21  邵元冲：〈政治進化與專家政治〔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在立法院紀念週講〉， 

    《建國月刊》，第 7卷第 1期（1932年），頁 1-3。 

22  楊幼炯：《國父的政治學說》（臺北：幼獅書店，1965年）。 

23  楊幼炯：〈實現專家政治〉，《學術月刊》，第 1卷第 1期（1931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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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逢甲大學董事長的高信（1905-1993），在一九三○年代是還未入政界

而任教於國民黨黨校中央政治學校的青年教授，依復引據孫中山「政就是

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的界定，論證「管理眾

人的事」，當然必須「委於具有深究的專門家」。因此，他批判國民黨政

府居然「收攬一班『門外漢』來當治黨治國的『專家』」，結果「弄成現

在這個失了革命性的黨政府！令熱心的革命青年，只有放聲一哭」。24筆

鋒雖然激烈，其用心所至，還是以國民黨必須實現「專家政治」之理想為

期望。 

 身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1887-1975），更需要以對孫中山之詮釋，

使他做為「革命接班人」的地位，愈趨正當。25蔣介石教導參加峨嵋軍訓

團的學員「必須具備的基本知識與必須遵奉的中心思想」，乃是「我們總

理的遺教」，特別開展詮釋，關於孫中山「五權憲法」部分，他即強調孫

中山述說「權與能的分別」之用心，是既讓「人民要有充分的控制政府管

理國事的『權』」，又要使「政府要有萬能的治理政事造福全民的

『能』」，前者可以「實現『全民政治』的理想」，後者能夠「推進政

治，增進效能而實現『專家政治』的理想」，因此「從根本上調和歷史上

人民與政府間自由與專制衝突，而建立一個完全為『為民所治』的萬能政

府，為全體人民謀最大的福利」。26思考所向，未可跳脫於孫中山擘擬的

天地之外。 

 政治立場傾向於支持國民黨，卻未必絕對是黨國訓政體制「文化御林

軍」的一般論者，如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法學院的一群教授創辦的《時代

公論》（1932年4月1日發刊於南京，1935年3月終刊），27便是如此，其間

                                                 
24  高信：〈專家政治問題〉，《政治評論》，第 4 期（1932 年），頁 15-18。（文末自 

    署撰述時間為 1932 年 6月 13日） 

25  陸寶千認為，蔣介石之詮釋，仰賴戴季陶之心得甚眾，而與長期親炙孫中山的胡漢民頗 

    有扞格，至胡於 1936 年逝世，戴季陶之詮釋，「遂定於一」，見陸寶千：〈中國國民 

    黨對總理遺教解釋之確定〉，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前十年國家 

    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上冊，頁 22-23。 

26  蔣介石：〈國父遺教概要‧第二講‧政治建設之要義（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至 

    十九日在峨嵋軍訓團講）〉，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 

    3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 43。 

27  關於《時代公論》的組織、言論及政治傾向，可以參考馮峰：《「國難」之際的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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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唱「專家政治」的曲調，亦復熾烈之至。像是署名為「孟」的論者，就

將「專家政治」純粹解釋為只是「行政技術」，而與「政治綱領」無關： 

〔……〕所謂「專家政治」是指行政技術由專家擔任，不是指政

治綱領由專家討論。中國鐵道須從那一條先著手建築，這個問題

須召集金融家，產業家以及一般利害關係者共同討論，至於鐵道

專家的工程師未必就有討論的資格。不過討論的時候，工程師亦

可出席報告經費的多少，以供討論者參考。討論之後，建築設計

則非歸工程師擔任不可。〔……〕28 

一言蔽之，孫中山營構的「革命政治論述」（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discourse），期可產生說服力量（persuasion）並重行建構政治／

社會世界之意義所在，確實涵括簇新的「革命語言」（the revolutionary 

language）與「政治實踐」（political practice），29確實曾經得以融鑄群

體，打造認同。30即如胡適（1891-1962）的觀察，國民黨在孫中山死後，

                                                                                                                         
    ：1930 年代中國政治出路的思想論爭》（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年），頁 41、頁 

    43-47。許小青：〈《時代公論》與抗戰前南北政治文化論爭〉，《中山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51 卷第 3 期（2011 年 5 月），頁 80-87（不過，本文詮解《時代公 

    論》為宣揚權威主義，極大地迎合了蔣介石「一黨獨裁」的需要，參與筆政者也得到了 

    國民黨當局的重用云云，略失公允）；例如，任教於暨南大學等校也參與《時代公論》 

    筆政的沈沛霖（1903-1992）回憶，《時代公論》主編楊公達（1906-1972）就告訴他， 

    是刊言論逾越當局所能容忍的尺度，且成員之間亦有歧見，故爾終刊；而沈沛霖發表於 

    《時代公論》的言論，亦非完全與國民黨（領袖）同調，如他針對蔣介石「攘外須先安 

    內」之宣稱，則聲言「安內必先救黨」，見沈沛霖（口述），沈建中（撰）：《沈沛霖 

    回憶錄》（臺北：獨立作家出版，2015 年），頁 125-128；覆按《時代公論》，沈沛霖 

    之論說，當為沈清塵：〈中國革命的失敗與其出路〉，《時代公論》，第 2 卷第 45 號 

    （1934年 2月），頁 8-14。 

28  孟：〈時事述評：學術界會議與專家政治〉，《時代公論》，第 18期（1932年 7月 29 

    日），頁 3-4。 

29  相關論說，見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esp. pp. 14-15, 24-25. 

30  當然，領導者營構的「革命政治論述」，闡發的「革命語言」，倡行的「政治實踐」， 

未必可以產生其本來預期的效果，即如 Orlando Figes 和 Boris Kolonitskii 研究二十世紀 

的俄國革命，認為雖應注意「革命語言」對於形塑政治認同和論述的作用，但是，不同 

的社會群體就算接受了革命語言，卻也會進行各式各樣的解釋與挪用（appropriation） 

，參見 Orlando Figes and Boris Kolonitskii, Interpreting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Language and Symbols of 1917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至如 

其餘類似相關述說，不詳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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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舊「把他的遺教奉作一黨的共同信條，極力宣傳」，立為「共信」，北

伐成功的革命歷史，「證明了只要能奉行一個共同的信仰，革命的一切困

難都可以征服」。31不過，後繼者的再詮釋，遣辭用語必然未可跳脫世眾

同識共曉的「規範詞彙」之網羅，對於「專家政治」之詮釋與想望，正是

一例。 

參、 「專家政治」論的呼應流通 

倡言「專家政治」的羅隆基，筆鋒矛頭，當然指向國民黨黨國訓政體

制。可是，正如他自己的標榜，「只問行政，不管主義」，既然孫中山所

言，「政治的目的，是在管理眾人的事」，那麼： 

什麼人有管理的知識及能力，我們小民就歡迎誰來管理。「黨

治」亦可以，我們先問問談「黨治」的人，是否先能「治黨」。

「訓政」亦可以，我們先問問訓練我們的人，他們政治上的知

識，是否可以為訓。換言之，我們要問問管理眾人的事的人，是

否管理上的專家。32 

同樣倡言「專家政治」的胡適，向約見自己談話的舊友宋子文（1894-

1971）33提出「改革的意見」，就將「充分實行專家政治」，凡是交通、

考試、衛生、農礦等部門，「均宜用專家」，做為「改組政府」的原則之

一，他更坦白說道： 

我們的態度是「修正」的態度：我們不問誰在台上，只希望做點

                                                 
31  胡適：〈知難，行也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1928 年 7 月作， 

    1929年 5月 8日改定），《新月》，第 2卷第 4號（1929年 6月 10日），收入《人權 

    論集》，頁 162。 

32  羅隆基：〈專家政治〉，收入《人權論集》，頁 183-184（引文部分，與《新月》原刊 

    版本內容相同）。 

33  胡適與宋子文留學時期同任《留美學生季刊》編輯，為他們未來在政治上的密切溝通作 

    了重要鋪墊，見章清：《學術與社會：近代中國「社會重心」的轉移與讀書人新的角色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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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偏救弊的工作。補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一利。34 

可以說，羅隆基與胡適立論的基礎，都不是絕對否定黨國訓政體制的現

實。所以，國民黨人以「專家政治」之期望來詮釋孫中山的理論，與它的

批判者設定的理想，彼此之間的距離，其實並不那麼遙遠；甚至於可以匯

聚合流，軟土深掘，將「專家政治」的觀念，深植厚栽為「公民認識論」

的要素，復且傳承相衍，似無終點。即如近二十年後，當翁文灝受命擔任

行政院長，胡適的評論還是因為翁「有科學知識與行政經驗」，所以，

「希望在他領導下，對專家的政治，得到特別的注意與提倡」，35正是一

例。 

同是黨國訓政體制的批判者，著重的面向，各有千秋，卻都是「專家

政治」的鼓吹者。 

胡適聲言，不該將孫中山的一切學說奉為「金科玉律」，如孫中山的

「知難行易說」，就是「一班不學無術的軍人政客的護身符」，因為「治

國是一件最複雜最繁難又最重要的技術」，一班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

絕對不可能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解決之道，「只有充分請

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36 

羅隆基批判的現實是：「中國目前政治上紊亂的狀況，根本的罪孽，

是在不懂政治的人，把持國家的政權，不懂行政的人，包辦國家的行

政」，遭受「武人政治」與「分贓政治」這兩種「惡勢力」的「夾攻」。

所以他主張：「只有正當的選舉和公開的考試，纔能產生真正的專家政

治。只有專家政治，纔能挽救現在的中國」。37 

  較諸基本上「以筆代劍」批判國民黨政府的胡適與羅隆基，張君勱

                                                 
34  胡適：〈1929年 7月 2日日記〉，收入《胡適日記全集》，第 5冊，頁 657-758。 

35  〈胡適評論翁閣「不會叫人失望」希望特別提倡專家政治〉，《大公報》，1948 年 5 

    月 26日，第 2版。 

36  胡適：〈知難，行也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收入《人權論集》 

    ，頁 168。 

37  羅隆基：〈專家政治〉，收入《人權論集》，頁 177、184（引文部分，與《新月》原 

    刊版本內容相同）。 



126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16卷第1期（總第31期） 2019年6月 

xii 

（1887-1968）與張東蓀（1887-1973）則進一步組織政黨：國家社會黨，

以謀出路，卻絕不放棄聯合各黨派組合「舉國一致」政府以抗禦外敵的理

念。38他們就算曾主張「國民黨以政權還諸國人，退為普通政黨之一」，

39不完全承認國民黨黨國訓政體制獨霸政權，乃是理所當然的事；他們倡

言之「修正的民主政治」，還是看重「專門家」的地位： 

〔……〕我們主張不僅是借重專門家的知識；並且必須使專門家

佔有地位，這個地位是不為黨派作用所左右，或政潮所沖動。這

樣的主張不僅在於使政務各部都由專門知識來處理；並且亦在於

使政務的大部分因為由專家設計，便可比較上成為堅實穩定，不

至於時常發生無謂的變化。〔……〕40 

張君勱更強調與構想專家的決策者角色。他主張，為實現「集中心力之國

家民主政治」，自應組織由公民選舉產生的「國民代表會議」，而且「國

民代表會議之議員，宜規定其中之若干成，須具有農工商技術家或科學家

之資格」；「關於行政及經濟計畫，除國民代表會議議定大綱外，其詳細

計畫由專家議定」，因為「議員中加入專家，行政計畫由專家定之，所以

使行政趨於專家化或科學化也」。41在張君勱（1887-1969）他們主辦的刊

物：《再生》發表理念的論者，鼓吹的也是同樣的聲調，聲言：「只有把

專家在政治上置有相當的地位，否則大規模的建設，例如經濟建設等，決

無法實行」。42綜言之，對於張君勱這些在國民黨黨國訓政體制之外積極

參與實際政治活動的人物來說，當他們號召與說服群眾支持一己，從而擴

張勢力之際，「專家」的作用與地位，乃是必須列入思考立論的必有之

                                                 
38  參見薛化元：《民族主義與民主憲政的辯證發展：張君勱思想研究》（臺北：稻禾出版 

    社，1994）；當然，如薛化元之述說，自國民黨發動北伐以來，張君勱即擬組織政黨以 

    與相抗。 

39  張君勱：〈國民黨黨政之新歧路〉，《再生》，第 1 卷第 2 期（1933 年 6 月），頁 14 

    （文頁）。 

40  記者：〈我們所要說的話〉，《再生》，創刊號（1932 年 5 月），頁 15-16；本文之撰 

    述主要人物究竟為誰，世有爭議，本文不介入討論。 

41  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再生》，第 1 卷第 2 期（1932 年 6 

    月），頁 30-32（文頁）。 

42  吳汝才：〈政黨政治與專家政治〉，《再生》，第 1 卷第 3 期（1932 年 7 月），頁 8 

    （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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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既不是黨國訓政體制的批判／競爭敵手，也非「文化御林軍」的一般

論者，對「專家政治」之內容與應用，則往往決不質疑其意義，更認為有

如他山之石，可供採擇。署名「騰霞」者，始終是《國聞週報》的重要寫

手，就是一例，43他發表〈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一文，認

為當時國民黨政府標榜以「刷新政治，整頓吏治」為大政方針，確實必要

之至，即自美國名史學家Charles A. Beard（1874-1948）主編的Toward 

Civilization一書裡擷取精要，特別是基本上摘譯改寫了是著收錄之L. 

W.Wallace（1881-？）44的“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一文，45藉以闡釋

「專家政治」為什麼是「近代政治上必然的趨勢」。為了強化立論，他還

自做文章，如述說美國國務院的海外領事館，「每月收到國內商人的詢

問，平均五千分」，還算忠於原著表述；接下來一句，「騰霞」話鋒一

轉，稱譽曰：美國的這些領事「都有商業的專門知識，都受了長久的訓

練，故能勝任愉快，美國對於國外貿易如此重視，商業組織如此完密，無

怪金元的勢力統治了全世界」。其實，這句話根本就是原著沒有的論說。

46總言之，「政府統治的工具，厥為組織、技術同科學方法」，如何以這

些「工具」來管理眾人之事，「都非專家不能討論執行」。所以「騰霞」

呼籲建立起這樣的共識：「政府應切實推行考試制度，選拔真才」，青年

應該「務實求學，自能致用」，「全國人民應養成尊崇專家風氣，相信專

                                                 
43  騰霞：〈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國聞週報》，第 8 卷第 6 期（1931 

    年 2 月 2 日），頁 1-6；又，「騰霞」真實身分，至今不詳，其在《國聞週報》刊文多 

    篇，隨意舉例：騰霞：〈蘇俄有計劃生產之經濟組織〉，《國聞週報》，第 8 卷第 30 

    期（1931 年 8 月 3 日）、騰霞：〈蘇聯第二五年計劃決案〉，《國聞週報》，第 9 卷 

    第 20 期（1932 年 5 月 23 日）、騰霞：〈國難中青年應該怎樣？〉，《國聞週報》， 

    第 9卷第 37期（1932年 9月 19日）。 

44  L. W. Wallace 全名：Lawrence Wilkerson Wallace，1921 至 1934 年間擔任 American  

    Engineering Council 的 Executive Secretary，見 Lawrence Wilkerson Wallace Papers： 

    http://www.ecommcode2.com/hoover/research/historicalmaterials/other/wallace.htm 

，檢索日期：2016 年 9月 30日。 

45  L. W. Wallace, “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 in Charles A. Beard (ed.), Toward Civiliza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30), pp. 176-195；「騰霞」亦自是著收錄之 Lillian  

M. Gilbreth, “Work and Leisure”一文，介紹工程師（engineer）的界定，見騰霞：〈整頓 

    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頁 2（原文見 Toward Civilization, p. 232）。 

46  對比：騰霞：〈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頁 2，以及 L. W. Wallace,  

 “Engineering in Government,” p.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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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47「騰霞」的心血與觀念，想來也是《東方雜誌》編者認可

的，所以摘錄了他的這篇文章，還加上按語表示能夠「供注意整頓吾國吏

治者之借鏡」，48期可流傳廣播。 

一般報刊之評論，同樣倡言為「專家政治」之理想性，大張旗鼓。一

九三一年的《申報》批評說中國「今日之政治，蓋可以一言為斷，曰：

『官僚政治』」。任官者「是否有為政之能，為政之才；是否才能稱其

職，職能盡其才，非人所問，尤非小民所敢問」。要打破此等局面，只有 

從政必以專家〔……〕從政者應各有專長，各有專責。有才必為

國用，而國亦必用其才。使從政者各能稱其職，各能盡其能，夫

然後庶政盡舉，國家之機能得以靈活而無礙。49 

因之《申報》的論者呼籲： 

黨政領袖能以絕大之努力，下絕大之决心，摧毀官僚政治之根

基，厲行專家政治。慎勿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徒令人

感喟愴傷於無窮。50 

約略而言，自從一九三○年代起，展現於中國言論舞台上的「專家政

治」論說，既是國民黨黨國訓政體制本身，也是這個體制的批判者乃至一

般論壇中人，都不會否定的理想追求。從此，在「公民認識論」的天地

裡，「專家政治」的價值意義，絕對佔有一席之地。只是，「專家政治」

之實踐萬一落空或失敗，又該如何？連自組政治勢力的張君勱與張東蓀在

立言之際，似乎都不曾思考要依據「修正的民主政治」的何等原則，讓

「專家」負擔「政治」責任？至於以「專家政治」為至高理想的論者（乃

至於被奉為一代民主宗師的胡適），大概都不會設想「專家政治」是否可

                                                 
47  騰霞：〈整頓吏治模範之美國專家政治制度〉，頁 5-6。 

48  L. W. Wallace：〈美國之專家政治〉，《東方雜誌》，第 28卷第 3期（1931年 2月 10 

    日），頁 44-48。 

49  〈官僚政治與專家政治〉，《申報》，1931年 12月 18日，第 6版。 

50  〈官僚政治與專家政治〉，《申報》，1931年 12月 18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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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僅僅會是一場夢幻。「民主實踐」與「專家政治」之間的落差，更在他

們的思考之外。 

肆、 結論 

文化大革命期間死於非命的李平心（1907-1966），在中國馬克思主

義史學與近現代史研究領域裡，應該都佔有一席之地；51不過，仔細閱讀

他的史學著作，其實往往帶有濃冽的戰鬥意味。如他的《中國現代史初

稿》（1940），居然闢有一節討論「『專家政治』能夠滿足中國人民的需

要嗎？」儼然質疑彷彿為世眾共識咸信的「專家政治」論說，即為一例。 

在李平心看來，「要建立一個健全的現代國家，必須要有許多賢能的

專家」；然而，「專家政治說」之實際，卻只是「用新式的寡頭政體來代

替真正的民主政體」，絕對必須批判，因為「假如民眾不成為國家的本

位，只是無條件的信任專家，怎能擔保他們不背叛自己的利益」？所以，

必須「讓人民發現和選舉自己的治國專家」，更必須「在民眾中間培養和

訓練專家」。那麼，「使一切人民有受教育的平等權利，有接受實際政治

訓練的平等機會，同時有參加競選和服務國家的平等資格。這就必須用真

正人民本位的民主憲政來代替官僚主義的包辦制度或所謂專家政治」，便

是應有之義。52質言之，李平心其實不是懷疑「專家」與建立「健全的現

代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期待在「真正人民本位的民主憲政」架構裡落

實「專家政治」。 

比較李平心的思考與孫中山的關切，旨趣義蘊，基本並無二致。返觀

孫中山本來的思路，用今天的話來說，乃是「民主實踐」的闕限與其補救

方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即是： 

〔……〕歐美學者現在只研究到了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不對，應

                                                 
51  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 年第 4 期（2005 

    年 4月），頁 225-233。 

52  李平心：《中國現代史初稿》（香港︰國泰出版，1940年），頁 11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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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改變，但是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還沒有想到，我現在把

這個方法已經發明了，這個方法是要權與能分開，講到國家的政

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於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於有能的

專門家〔……〕。53 

〔……〕人民有了這樣大的權力，有了這樣多的節制，便不怕政

府到了萬能沒有力量來管理。政府的一動一靜，人民隨時都是可

以指揮的。像要這種情形，政府的威力便可以發展，人民的權力

也可以擴充。有了這種政治和治權，才可以〔……〕造成萬能政

府，為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

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54 

就理論上說，「專家政治」與真正「民主實踐」之間，應該存在著這樣的

辯證關係：公民能夠有效且盡責地控制政府的決策，而政府能夠充分滿足

公民的集體需求。55孫中山和李平心的思索主張，意趣庶幾近之。只是，

既有的歷史經驗與現實處境卻是「專家政治」與真正的「民主實踐」，背

道而馳，水火不容。專家政治，只會是那些僅僅勝任和擅長一個領域的專

家的政治；民主則是每一個人依據自我的經驗來參與制定決策，而不是靠

什麼技術專長。偏偏在現代社會裡，「眾人之事」的決策，技術色彩越來

越凸顯，公民的的主權日漸受到侵犯。呼喚民主，擴大民主，意味著希望

人們將參與決策視為一己之責任；在現代社會發展的客觀條件下，人們卻

益漸失去制定決策的資格，顯明易見。56在民主理論的脈絡裡，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對民主的討論，廣受重視，向被認為競爭式民主

菁英論（competitive elitism）之宗師，他視民主不過是一種方法與程序，

乃是藉由競取人民的票選而獲得決策權力的一種制度安排，選民不能決定

議題，也無法支配政治精英的意向，這是現代社會專業化的必然現象。57

                                                 
53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1924年 4月 20日）〉，《三民主義》，頁 136。 

54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1924年 4月 26日）〉，《三民主義》，頁 155。 

55  Robert A. Dahl and Edward R. Tufte, Size and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0. 

56  參考 Norberto Bobbi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in Lorella Cedroni (ed. & 

trans.), Italian Critics of Capitalism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pp. 126-127. 
57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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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實踐」瀕於此局，如何補闕彌失，則在關懷之外。在世界脈絡下，

孫中山和李平心的主張，其實是對「民主實踐」之問題所在，思索擬構補

救方案。 

 對比之下，現代中國「專家政治」之詮釋與想望，實以犧牲孫中山的

本來關懷為代價，僅止側重「專家政治」的一面，對於如何落實真正的

「民主實踐」，思考不多。在當下的生活世界裡，描述專業技術官僚得以

掌握國政權力的歷史過程，勾勒「發展型國家」概念的歷史進路，固然有

助於我們開展歷史的詮釋理解；58但是，專業技術官僚、「發展型國家」

等等概念，同樣往往對如何落實真正的「民主實踐」，置於九霄雲外，向

無關懷，展現「凡存在必合理」的闕限。諸若技術官僚主導的經濟成就，

強化了東德共產黨的統治，建構成熟共產主義（mature Communism）的

正當性（legitimacy）；59乃至如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徹底解決」政

策，和農藝學家（agronomist）、人口統計學家（demographers）、勞動

部署專家（experts in labour deployment）、地理學家等等專業技術官僚提

出的「徹底解決經濟體」概念（the concept of an “economy of the Final 

Solution”），密切相關。60凡此諸例，再再深值後人沉吟反思。反省討論

專業技術官僚、「發展型國家」等等概念，不能不注意它們應該是由「專

家政治」之理論與實踐的「概念延展」的成果，絕非不證自明，它們做為

漫長的歷史過程與現實需求相互糾纏的產物，應該被「歷史化」，予以理

                                                                                                                         
157. 

58  即如瞿宛文之獨特詮釋，臺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經濟發展，與財經官僚密切相關 

    ，其實可以將他們視為依復懷持「經世之志」的一群「以實業救國的儒官」，見瞿宛文 

    ：《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臺北：中研院、聯經出版， 

    2016年），頁 284-304。 

59  Thomas A. Baylis, The Technical Intelligentsia and the East German Elite: Legitimacy and  

    Social Change in Mature Commun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他的論說，問世既早，後來者自有批判，本文不詳論。 

60  Götz Aly, “The Planning Intelligentsia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Michael Burleigh (ed.),  

Confronting the Nazi Past: New Debates on Modern German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p. 140-153；當然，Götz Aly（與懷持相同觀點的學者 Susanne Heim）的詮 

釋，著述繁多，非僅本文，不詳舉引；且彼等論說，自有異議者，參考 Christopher R.  

Browning, “German Technocrats, Jewish Labor, and the Final Solution: A Reply to Götz Aly  

and Susanne Heim,” idem., The Path to Genocide: Essays on Launching the Final Solu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9-76；其間是非高下， 

自非本文可以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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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61 

 本文簡要勾勒孫中山「專家政治」論的流傳廣播的歷史過程，當可顯

示，以「脈絡化」的進路，或能更為恰當理解孫中山的思想世界及其遺

產。對關心「孫中山研究」的學界同好而言，本文之作，「野人獻曝」，

希望略具這樣的提醒作用。♦ 

 

 

 

 

 

 

 

 

 

 

 

 

 

 

                                                 
61  清理專業技術官僚（technocracy）、「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概念之 

論述史，則俟他稿處理。 

♦ 責任編輯：郭雨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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